
















辩论原则基础上的一种制度 ,指的是在诉讼过程中 ,法官为了明确争议的事实关系 ,就事
实上以及法律上的有关事项向当事人发问或促使当事人提出主张与证据的活动 。其设立
初衷在于依靠法官的积极行为来协助当事人查明事实 ,平衡当事人的辩论能力 ,从而防止
辩论主义所带来的诉讼结构失衡 ,达到程序保障的目的 。关于释明的范围 ,有日本学者





2002年 4月 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 3条第 1款和第 35条第 1款的规定 ,
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引入法官释明权概念的体现。参见黄松有主编:《民事诉讼证据
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25页;陶恒河:“试论法官释明权 ” ,载《河北法学 》2004
年第 5期 ,第 84页。
明 、新提出诉讼材料的释明和举证方面的释明五个类别。”〔 2〕也就是说 ,释明的范围具体
包括以下内容:(1)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及所陈述的事实不清楚时 ,法官通过发问的




1877年的 《德国民事诉讼法 》第 130条似乎是最早正式规定法官释明权的立法
例 。〔 3 〕 当时的德国民事诉讼法旨在从国家权力对当事人的救济角度来规定法官释明的
行为 ,从而将法官释明看作是法官的职能而非义务 。后随着对严格的当事人自我责任理
念的修正 ,法官释明制度中义务的成分逐渐增大 , “权利和义务双重性 ”一度成为法官释
明权性质的通说 。 2002年 《德国民事诉讼法》最近一次修订表明 ,这种将法官释明权既视
为权利又视为义务的趋势仍然维持 ,该法第 139条前三项规定:审判长在必要时 ,应与当
事人共同从事实上和法律上两方面对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进行探讨和提问 。审判长应该
使当事人就全部重要的事实进行及时且完整的陈述 ,特别是对所主张的事实不充分时要









重审的现象 。但是 ,从 20世纪中后期开始 ,强调法官对案件的积极管理和释明的理论又
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学者将他们国家的法官释明制度总结为 “经历了从 职̀权主义
的积极释明模式 '到`古典辩论主义的消极释明模式 '再到 `强调程序保障型的积极释明
模式 '的阶段性发展过程”。〔 4〕












〔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 》,林剑锋译 ,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357页。
该条规定:“审判长应当致力于通过责问使不清楚的申请得以被阐明 ,使所提出的事实得以被详细地补充说明 ,
使证据手段得以被标明 ,使所有对确认案件事实重要的说明得以被作出。”
〔日〕小岛武司:“释明权行使的标准 ” ,载〔日 〕新堂幸司等编:《特别讲义民事诉讼法 》, 有斐阁 , 昭和 63年 , 第
335页。转引自高桥宏志 ,同注 2引书 ,第 360页注 42。
件的管理和控制 ,在这种理念下 ,法官不能对案件的过程放任不管 ,而是在必要的时候 ,对
可以明确的事实和法律关系作出释明 ,以便集中争点 ,从而达到快速 、公正审理的目的。
因此 ,在 20世纪司法改革浪潮的推动下 ,西方各国对极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进行了
反思和不断修正 ,促使作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制度保障的辩论原则从严格的辩论原则




和补充 ,并非对辩论主义基础的动摇 。因此 ,法官释明的权利和义务不能走向极端化 。此
外 ,由于要将法官的释明作为一种法官的权利和义务并真正落实的话 ,必然要具体界定释
明权利和义务的边界 ,即法官有权释明的内容和必须释明的内容 ,以及释明不当所要承担
的法律责任 。而我们知道 ,权利和义务的边界因其主体 、客体和内容的变化而呈现个案
化 ,也就说 ,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法官的释明在所有情况下都具有同样的内容 ,其权利和义
务的边界完全一样。换言之 ,释明权(义务)是具体的 、个案的 ,而非抽象的 、笼统的。譬
如 ,法官对诉讼时效的释明和要求被告对于所主张的原告之请求权无效的释明 ,在权利和
义务上是不相同的。于前者 ,受实体法上时效抗辩权理论的约束 ,法官不得主动援引 ,并
不得随意地 、不分场合地向当事人提示时效抗辩权存在的事实;于后者 ,同样受实体法上
抗辩权和抗辩区分理论的约束 ,法官必须主动援引案件中的抗辩 ,并且加以释明 。只有将
释明权(义务)具体化 ,才能使该制度具备可操作性 。基于此 ,笔者仅就抗辩权的法官释
明问题作一番探讨 ,切切实实地将法官释明权(义务)制度构建为兼容实体和程序法理论
的和谐有机体 ,并使之具备可操作性 。
二 、抗辩权之 “不可由法官主动援引 ”的特性
　　在民事实体法基本理论中 ,支配权 、形成权 、请求权和抗辩权是依据权利的功能和作
用而划分出来的四大权利类型。立法者在民法权利体系中设置抗辩权这个概念 ,旨在调
节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 。当立法者认为某种情形下 ,债权人虽然拥有请求权 ,但是债务
人不必承担给付义务 ,这时候就赋予债务人以抗辩权 ,如同时履行抗辩权 、时效抗辩权等。
而不是直接规定为抗辩 ,即规定对方无请求权。这样的话 ,履行与否取决于债务人自己 ,
从而尊重债务人的处分自由 ,保障私法自治。
抗辩权理论属于传统德国民法的内容之一 。在 19世纪中后期至 20世纪初德国民法
典形成前后 ,包括法学大师萨维尼和温德莎伊德在内的众多德国学者曾就抗辩权的性质
和内涵进行过激烈的讨论 ,作为研究成果之一 ,抗辩权 “不可由法官主动援引 ”的结论使
抗辩权这一实体问题在程序法上具有了重大意义。〔 5 〕 正如当代德国著名学者梅迪库斯
所言:“今天 ,实体法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要分清某种辩护手段应自动产生效力 ,还是
·122·
《比较法研究》　　2006年第 5期
〔 5 〕 〔德〕萨维尼:《现代罗马法体系 》(Savigny, FriedrichCarl, SystemdesheutigenrömischenRechts, BandV, 1841, S.
166.);〔德〕温德莎伊德:《潘得克吞教科书 》(Windscheids/Kipp, LehrbuchdesPandekten, 1906, S.207.)。
仅仅依据被告的相关愿望才产生效力 。”〔 6〕梅迪库斯所指的 ,就是抗辩权和抗辩的区分问









抗亦为抗辩 。按照这一标准 ,时效抗辩权 、同时履行抗辩权 、不安抗辩权 、赠与人穷困抗辩
权和保证人先诉抗辩权等即为典型的抗辩权;合同无效之抗辩 、债务业已清结之抗辩 、合
同不成立之抗辩 、债权已撤销之抗辩即为典型的抗辩。
抗辩的效力 ,既然足以使请求权归于消灭 ,故在诉讼进行中当事人纵未提出 ,法院亦
应审查事实 ,如认为有抗辩事由的存在 ,为当事人利益 ,须依职权作有利的裁判;反之 ,抗
辩权的效力不过是对已存在的请求权 ,发生一种对抗的权利而已 ,义务人是否主张 ,有其
自由。义务人放弃抗辩的权利时 ,法院不得予以审查。简言之 ,就是法官不得主动援引抗
辩权 ,但必须主动援引抗辩 。〔 7 〕 所谓援引 ,即从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材料和证据材料中得
知案件之事实和法律关系 ,并将它们作为判决的依据。通过这样的方式 ,抗辩权和抗辩的
区分这一实体法上的问题 ,在程序法上显示出了特殊的意义 ,并对案件的结果产生勿庸置
疑的影响。例如 ,在中国某基层法院 ,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归还其赌债 ,被告即便不提
出 “赌债为法律禁止因此原告所提出的请求不应被支持 ”这样的抗辩 ,甚至缺席 ,若法官
能从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得知该债权为赌债 ,也必须依照法律关于赌博为法律所禁止 ,因赌
















〔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 》 ,邵建东译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82页。





权利和义务 。但是 ,义务人拥有选择履行义务或者不履行义务的权利 ,并且 ,如果义务人
选择履行 ,则履行之后就不得请求返还。例如 ,在古罗马 ,法律禁止赌博 ,赌博债权的债务
人可以提起抗辩 ,即使已经给付也可以诉请返还。而对体育竞赛的射幸简约 ,法律则规定
为自然债务 ,债务人享有抗辩权 ,如果已为给付不得请求返还 。〔 9 〕 因为罗马的立法者认














在 20世纪 60年代之前 ,受实体法上关于抗辩权理论的影响 ,法官是无权向当事人提
示抗辩权的 ,当事人应该积极关心并行使自己的抗辩权是个无可争议的问题 ,或者说 ,抗
辩权的释明根本不是一个问题。〔10〕 20世纪 70年代开始 ,人们把法官看作 “社会工程
师 ”,认为法官负有义务告知当事人主张抗辩 ,即使当事人陈述没有涉及 ,法官也有义务
对处于社会弱势的当事人予以适当倾斜。在这种观念支配下 ,法庭援助和法庭调查之间
的界限很难划清 ,因为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让法庭来决定谁是 “弱势”的当事人。因此 ,
法官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 》第 139条所广泛享有的案件管理权并没有大的发展。尽管
联邦最高法院从 80年代起决定逐渐增加法庭援助的力度 ,该法第 139条在具体适用中依
然是因人而异。〔11〕 尤其到了 20世纪后期 ,随着诉讼当事人地位的悬殊程度增大 ,加之法
官对诉讼的管理义务的强化 ,抗辩权的释明成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







因是否采取要式 ,体育竞赛的射幸契约效力分为两种 ,如果是要式口约 ,则根据 “要式口约诉 ”给予完全保护 , 如
果是简约 ,则为自然债务。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 》(下册),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 ,第 828页。
18.11.1968, IIZR 152 /67, NJW 1969, 691, 693.
阿西提·西达雷尔:《法官和律师在现代民事诉讼中的多种作用 》(AstridStadler, TheMultipleRolesofJudges
andAtorneysinModernCivilLitigation, Hastings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LawReview, Fal, 2003.p.69.)
请求权的存在 ,但主审法官告诉被告 ,原告的请求权已经经过消灭时效。结果 ,原告向法




务人以抗辩权 ,即有权拒绝履行 。该反对权 ,也即消灭时效抗辩权的适用 ,是一种事实上




因此 ,法官不能主动向被告指示消灭时效 。虽然有的学者认为 ,法官这种指示并没有改变
什么 ,因为即便法官作出了某种提示 ,但是否行使仍然取决于被告自己 。然而 ,实际上 ,法
官的这种指示在性质上是一种敦促行为 ,其改变了当事人和法官之间的这种(等腰三角
形的)诉讼结构的平衡状态 。第二 ,关于 《德国民事诉讼法 》第 139条的问题 。联邦最高
法院虽然以前对此存在疑问 ,即法院是否可以根据该条的规定 ,向当事人指示消灭时效抗
辩权来防守 ,但直到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明文规定法官有义务根据第 139条对抗辩权作出




求权基础和抗辩权。也就是说 , 《德国民事诉讼法 》第 139条并没有关于法官必须对抗辩
权进行释明的含义。第三 ,有人可能说《德国民事诉讼法 》第 278条的规定〔12〕可以作为法
官主动指示抗辩权的依据。但第 278条在这个案件中是不适用的。因为法官在当事人还
未形成对抗之前 ,就进行时效消灭的指示 ,是对当事人双方地位以及诉讼结构的破坏 ,足
以引起当事人双方地位失衡。〔13〕 况且 ,已有诸多案例表明 ,根据第 287条所包含的法官
的中立性要求 ,法官向当事人指示时效抗辩权的存在也是违反程序的。〔14〕
2.日本
日本于 1996年修订民事诉讼法后 ,似乎更加强调释明权的义务 。实务中判断法院是
否有释明义务的标准大致是:如果法院未进行释明而使裁判结果发生逆转之盖然性较高 ,
那么这种情形下 ,法院就有释明的义务 ,即上级法院应当在斟酌双方当事人公平的基础
上 ,根据上告申请来撤销违反释明义务的原审法院判决 。这一标准并非明文规定 ,而是通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278条第 2款规定 ,当事人忽略的法律见解 ,或其认为不重要 ,或没有提出来的见解 ,如果法
官认为该法律见解利害关系重大时 ,有释明义务 ,使当事人就其所忽略的法律见解加以辩论。
Beschl.desBGHv.2.10.2003, VZB22/03 -LGDessau, AGZerbst.SieheJR, Heft10/2004.S.419f.
例如德国汉堡高级法院 ,载《新法学周刊 》 , 1984年 , 第 2710页;德国科隆高级法院 ,载 《德国法律月刊 》 , 1979
年 ,第 1027页;德国不来梅高级法院 , 1979年,第 2215页。转引自米夏埃尔·施蒂尔纳编:《德国民事诉讼法学
文萃 》 ,赵秀举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428页。
参见高桥宏志 ,同注 2引书 ,第 360页。
一个有关取得时效的判决中表达了 “即便不对时效进行释明也不构成违法”的判例观
点 。〔16〕 因此实务中 ,法官一般不对时效抗辩权进行释明 ,除了认同 “时效抗辩权之释明非
法官的义务 ”这一点之外 ,法官们往往还具有不太期望 “通过时效届满来解决问题 ”的微







当然 ,也有学者认为 ,只要法院的这种过度释明符合案件真相 ,作为评价规范而言 ,并
不存在法院行使释明权过度而认定违法的情形 ,只不过法院应当自律地避免进行 “错误
诱导当事人进而弯曲案件事实”的释明。也就是说 ,该学者认为法院的过度释明不存在
违法之嫌 ,顶多被视为法院的良心 、纪律问题等 。
可见 ,在日本 ,对抗辩权的释明总体上来说 ,是采取消极态度的 ,即如果当事人没有援
引抗辩权的意思时 ,法官的实务做法是不对抗辩权进行释明 。这种不释明并不构成违法。
另外 ,对于典型的权利抗辩 ,法官无权释明 。
(二)小结
从德 、日的相关案例和学说中 ,我们可以看到 ,法官的释明行为是一个权利和义务兼有
的制度。而具体到抗辩权的法官释明问题上 ,他们对抗辩权的释明采取了以下的立场:









实 。法庭援助仍只应被视为补充性目标 ,以便符合司法公正和机会平等的需要 。法庭援
助应该被严格限制在帮助当事人作出更为清楚和具体的陈述方面 ,才不至于使得当事人
的地位偏离了原来的位置 。”〔18〕
第二 ,考虑到加速审理 、集中争点和援助弱者的需要 ,法官可以在某些场合下提示抗
辩权的存在 。但是这种提示并非法官的义务。正如德国一位法官所言:“从联邦最高法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第 10卷第 12号 ,第 1693页以下。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第 6卷第 10号 ,第 1026页以下。
〔德〕阿西提·西达雷尔 ,同注 11引文 ,第 70页。
确的。因为按照一般的原理 ,法官是不能在诉讼中向当事人指示抗辩权的。不过 ,要注意
的是 ,如何在当事人控制(主义)(Parteiherrschaft)和法官对诉讼的管理指挥义务(derma-
terielenProzessleitungspflichtdesGerichts)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是非常难的 。尤其是在
丰富多样的现代诉讼中 ,更是如此。”〔19〕
因此 ,我们看到德国的一些时效抗辩权的释明判例正在突破 《德国民事诉讼法 》第
139条关于 “释明权利和义务竞合”的趋势 。即对时效抗辩权的指示是法官的权利 ,但不
是义务 。〔20〕 因为抗辩权的特点决定了 “对时效抗辩权的指示绝对不是法官所必须做的事












视为权利而非义务 ,因此 ,法官不会因为没作出抗辩权的释明而承担什么不利后果 ,但是
却可能因为太过主动提示抗辩权而承担法律责任 ,例如 ,构成被申请回避的理由 ,甚至构
成程序错误而被发回重审的理由。 “每个当事人可因法定的自行回避理由或者由于担心
偏颇而申请某法官回避……例如 ,如果他和某个当事人是很亲密的朋友 ,或者很痛恨的仇
人 ,或者给某个当事人在系属程序之外作过咨询 , 或者指示被告提起可能的时效 (StJ
§139, 24, 24a;OLGHamburg〔汉堡最高法院〕NJW84, 2710)。” 〔22〕
四 、对我国抗辩权的释明问题之检讨













责问 ,则法院不能指示 ,否则的话 ,法院岂不是和 “外行人 ”打交道 ! 参见〔德〕奥特马· 尧厄尼希:《民事诉讼
法 》(第 27版),周翠译 ,法律出版社 2003年 ,第 126页。
〔德〕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 》 ,周翠译,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133页。
例如,对于义务人因对方权利经过诉讼时效所享有的对抗权,有的文献称为“时效抗辩权 ”,有的文献则称为 “时效抗







的抗辩两类 。其中实体上的抗辩又有障碍抗辩 、消灭抗辩 、阻止抗辩等种种情形;诉讼上
的抗辩又可分为妨诉抗辩与证据抗辩。〔24〕二是按照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的理论 ,抗辩包
括诉讼上抗辩(又分为权利障碍的抗辩和权利消灭的抗辩)和抗辩权两大类 。〔25〕
比较上述两种对抗辩的界定和分类 ,第一种较为宽泛 ,几乎将各种文献中使用的 “抗
辩 ”囊括在内 。不足之处在于 ,抗辩作为一种防御手段 ,在诉讼中和诉讼外均可能发生 ,
因此 “诉讼上抗辩 ”本应与 “诉讼外抗辩 ”相对应 ,故将 “诉讼上的抗辩 ”作为 “抗辩 ”的下
位概念 ,与 “实体上的抗辩 ”相对应 ,不符合逻辑。由于妨诉抗辩和证据抗辩都是程序法
上的抗辩 ,因此宜将该 “诉讼上的抗辩 ”改为 “程序上的抗辩 ”。第二种分类所使用的 “权
利障碍抗辩 ”、“权利消灭抗辩(或曰权利毁灭抗辩)”和 “抗辩权 ”三个概念 ,在实质内容
上分别与第一种用法中的 “障碍抗辩(或曰权利未发生的抗辩)”、“消灭抗辩”和 “阻止抗
辩 ”相同 。因此 ,第二种用法对于抗辩的界定仅相当于第一种用法中 “实体上的抗辩”范
畴 ,故第二种用法对于抗辩的界定较为狭窄 ,包含的抗辩形态限于发生在诉讼中的实体上
的抗辩 ,将程序上的抗辩排除在外 ,显得不够周延。此外 ,和第一种用法所犯的错误一样 ,
用 “诉讼上抗辩”对立于 “抗辩权 ”在逻辑上也讲不通 。因为无论权利障碍的抗辩 、权利消
灭的抗辩 ,还是抗辩权 ,均可能在诉讼中或者诉讼外发生 。虽然存在这些不足 ,本文仍然
引用这一用法 ,是因为它强调了抗辩与抗辩权的区别 ,对净化抗辩权概念有着积极意义。






抗辩互为表里 ,即当事人依据抗辩权行使权利抗辩 ,或者说 ,当事人在诉讼中或者诉讼外
对相对人进行权利抗辩所依据的权利基础 ,就是抗辩权 。
抗辩权概念的限定 ,在程序法角度看来 ,对于限定法官主动援引的抗辩的范围无疑具






参见佟柔(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民法学卷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5年版,第 39页。
参见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172页;梁慧星:《民法总论 》,法律出
版社 2001年版,第 82页。
有学者依抗辩对象为事实抑或权利 ,将诉讼中(依实体法而生的)抗辩分为事实抗辩和权利抗辩 , 颇有道理 , 特
此借鉴。这种分类进一步归纳了权利未发生的抗辩和权利消灭的抗辩的共同特征 ,即基于特定的事实发生的




响 ,〔27〕我国法院过去是对诉讼时效主动援引并作为判决基础的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53条的规定即是典型:“当事人超
过诉讼时效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 、中断 、延长事由的 ,判决驳回
其诉讼请求 。”然而 ,近些年来 ,我国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 ,逐渐摒弃
“纠问式 ”的审判方式 ,取而代之以 “诉辩式”审判方式 ,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由此
引起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原来司法解释关于法官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质疑 ,并
在近几年形成了共识 ,认为应当摈弃以前的法官主动援引诉讼时效的做法 ,不主动援引诉
讼时效 。在新近完成的几个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 ,学者们也纷纷将 “诉讼时效不得由法
官主动援引 ”明确纳入其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中。〔28〕 这种做法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是居于
主流地位的 ,法国 、德国 、瑞士 、日本 、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 ,
即使时效完成 ,若当事人不主张 ,法院不得援引 。〔29〕
而在法官释明问题上 ,抗辩权概念的意义在于 ,既然法官不能主动援引 ,那么在法官
的积极提示行为有敦促当事人行使抗辩权之嫌时 ,法官就不能主动作此提示 ,这就为法官
释明制度提供了一个具体边界 ,也就是说 ,其他释明问题上我们虽然不明确 ,但可以肯定
的是 ,在抗辩权的问题上 ,法官不能不考虑抗辩权的特殊性质而谨慎行事 。实际上 ,这一
观点在我国的实务中已经得到践行 ,一些案例表明 ,我国法院在审理涉及到时效抗辩权的
案件中 ,基本上采取不主动提示的做法。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1999







理念要求尽量减少诉讼中的对抗 ,尽量加快诉讼进程 ,营造和谐的诉讼氛围 ,迅速 、经济而
和谐地解决纠纷 。然而 ,问题在于 ,法官究竟要如何在中立地位和上述现代司法理念中找










1964年《苏俄民法典 》第 82条规定:“法院 、仲裁署或公断法庭 , 不论双方当事人声请与否 , 均应适用诉讼时
效。”
参见中国民法典研究课题组(编著):《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第 191条 ,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37页;徐国
栋(编著):《绿色民法典草案 》 ,续编第 249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38页。
参见《法国民法典 》第 2223条 、《瑞士债法典 》第 142条 、《日本民法典 》第 145条 、《埃塞俄比亚民法典 》第 1856
条第 2款 、《阿尔及利亚民法典 》第 321条第 1款的规定。
务是必要的 ,但是维持原告 、法官和被告之间的等腰三角关系更加必要 ,不如此 ,我们的司
法改革必然回到原来职权主义的老路上去 ,法院的中立地位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司法公正
和司法为民更无从谈起。正所谓不要 “瘦子跟着胖子减肥 ”,那种盲目跟从西方国家法治
建设中弱化当事人自主性和主导性的跟风现象是不可取的 ,甚至是危险的。〔30〕 为此 ,建
议我们在对待抗辩权的法官释明问题上 ,持以下立场:
第一 ,联系实体法上的研究成果 ,使得实体法和程序法相互配合 ,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





则 ,以探询当事人真意为补充。换言之 ,一般情况下 ,法官无权对抗辩权作出指示 。但如
果是一方当事人没有律师 ,而且是因为贫困等原因请不起律师的情况下 ,法官有权对该方
当事人在释明问题上稍作倾斜 ,给予较多的释明 ,以缓解诉讼地位悬殊的矛盾 ,以此减少
社会对抗 ,增加诉讼参与人对司法的信心 。因此 ,可以对无律师方的当事人为抗辩权的释
明 。当然 ,是否主张该抗辩权 ,还得由该当事人自己决定 ,法院不能越俎代庖 ,擅加援引。
第三 ,作为第二点的补充 ,正确判断抗辩权的释明时机。首先 ,在辩论开始前 ,法官不
应当主动提示一方当事人关于抗辩权存在的事实并促使其主张。其次 ,在辩论过程中 ,应
当注意当事人有无提出与抗辩权有关的效果的表示 。如果当事人毫无主张抗辩权的意
图 ,那么法官不能主动进行释明或者提示 ,更不能敦促。但是 ,如果当事人有这种意图 ,只
是对自己所享有的法律权利概念不清楚 ,不周全 ,从而出现含糊的表达 ,这时法官就应当进
行释明。实际上 ,后面这种情况下 ,法官的释明行为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改变 ,即法官不是
主动促使没有主张抗辩权之意的当事人要主张该抗辩权 ,而是在对当事人的主张用规范的
法律语言进行确认。例如 ,在辩论过程中 ,债务人虽然承认债务的存在 ,但对无条件履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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